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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语境下大学生广告素养的概念框架
及影响因素研究

高芳芳　 刘于思　 朱怡佳

摘　 要:在本土传播学研究日益强调引入“具身性”观念以理解“传播-身体”关系的呼

吁下,具身认知如何从哲学思考走向实证研究? 作为一种认知后果,媒介素养中的广告素

养为经验性地检验身体如何介入传播过程提供了契机。 研究聚焦于我国大学生的广告素

养,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了我国大学生的广告素养及其不同构面,并探索了可能影响其广告

素养的潜在因素及这些因素如何分别作用于观念性广告素养和态度性广告素养。 研究发

现,性别、产品渴望和抵抗对大学生的观念性广告素养和态度性广告素养存在影响,且

BMI、自尊和大学生对食品及健身产品广告的批判态度也与其广告素养有关。 研究据此提

出了可能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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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广告在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增加。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营销和广告信息的

大量涌现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消费者。 与此同时,随着新技术的迅速普及,广告消费大大增加,传
播方式也走向多样化。 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和互联网都已成为广告信息的重要载体。 消费

者,特别是年青一代的消费者正在越来越多地依赖媒体来满足他们对信息、娱乐、社会化和教育的需

求与渴望。 媒介内容,包括广告和其他商业信息,已成为年轻人对接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桥

梁。 在充分认识到媒体和广告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之后,学者、教育工作者、公共卫生官员和活

动家都认为需要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从而让人们在媒体使用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1] 。
事实上,媒介素养和媒介教育既欣欣向荣,同时又亟待进一步发展。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便阐述了媒介教育的国际目标[2] 。 然而,广告素养通常仅在更为广义的媒体素养

( media
 

literacy)框架中进行讨论。 我国目前尚未形成有规模的广告素养教育运动———广告素养未作

为一个独立项目纳入官方系统,也无专司此职的公民行动组织;媒介素养和广告素养运动所涉及的

话语和概念,对于中国的新闻与传播界、官方和公众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语言[3] 。 鉴于广告和商业

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遍作用及其对年轻一代的重大影响,学者们呼吁在广告素养领域进行更多更

深入的研究。
既有研究表明,与广告的接触会影响青少年群体的物质主义( materialism)程度[4] ,且青少年特别

容易受到说服性信息的影响[5] 。 广告素养( advertising
 

literacy) ,即识别、评估和理解广告的能力[6] ,
被认为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所需的对信息的判断力及在此基础上成为合格消费者的重要能力。 国



外研究发现,影响广告素养的因素包括年龄、家庭环境、广告接触、学校和媒介教育、广告形式,以及

与同龄人的互动等[7] 。 我国学者也发现广告素养受人口学变量、媒介使用及广告偏好的影响,如女

性和教育程度较低者对广告的显示差距辨识力更低,同时个人偏好因素也会显著影响这一辨识能

力[3] 。 但总体而言,我国学界针对中国本土语境的媒介素养研究较少,进一步条分缕析地考察深受

广告和消费主义影响的大学生群体不同层面的广告素养水平究竟受何种因素影响的实证研究更是

付之阙如。 本研究即致力于考察目前我国大学生的广告素养及其不同构面,探索可能影响青年一代

广告素养的潜在因素并据此提出可能的干预措施,以加强媒介教育,从而培养和提升我国大学生对

广告和其他商业信息的理解和辨别能力。

二、文献综述

(一)广告素养内涵的发展及延伸:从观念到态度

素养( literacy)一词在理论层面上,体现为一种“包含不同形式的阅读和阐释的伞形概念” ,而在

实践层面上,亦指“理解不同类型的符号和信息的个人能力以及使用符号系统生产信息的能力” [8] 。
在数字时代,素养不仅仅是阐释文字传播的技巧,更是我们每天从电视、广告、电影和数字媒体中获

取视觉和语言符号来创造个人意义的能力[9] 。 媒介的普及使媒介逐渐成为帮助青少年社会化和接

受教育的强有力机制,媒介文化的发展也对人们的媒介素养和广告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等术语由来已久。 一般来说,媒介素养是指对媒介呈现的不同形式和

手段进行获取和批判分析的能力[10] 以及评估和传播不同形式的信息的技能。 在媒介素养教育发展

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媒介素养理论框架。 一些理论框架强调能力,并基于能力串联起媒介素养

的培养过程,如英国学者巴泽尔杰特认为媒介素养是帮助人们学会和掌握有效使用媒介表达自己思

想的能力[11] 。 此类理论框架对媒介素养的各项能力进行分解,易于操作但容易将能力和素养混淆

在一起。 另一类理论框架则重视媒介素养的习得过程,将能力蕴藏于过程中,如美国媒介素养研究

中心将媒介素养的习得过程分为获取、分析、评价、创造和参与等阶段,各个阶段涵盖具体的技

能[12] 。 有学者将能力和过程结合起来,组合了媒介素养的四象限,包括消费不同媒介的能力和不同

的媒介素养学习活动(理解、分析、评价) [13] 。 国内学者卢峰基于时代变化进一步构建了“媒介素养

之塔” ,根据人们不同的媒介使用需要,将媒介素养由低到高划分为媒介安全素养、媒介交互素养、媒
介学习素养和媒介文化素养等四个层次;同时,在掌握每个层次的素养时,又根据我国教育界常用的

教育目标分类法,将学习的目标区分为知识、技能、能力和态度[14] 。 在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已经

发展出一系列媒介素养的认知模型[15] ,能够识别传媒产业、媒介内容和在促进信息处理和意义建构

的基础知识结构中的媒介效果。 媒介素养和广告素养的基本假设基于以下论点:为了能够理解和阐

释媒介社会中的信息,人们在其象征系统中至少需要一些素养技能,如对媒介信息和广告信息的分

析和评估、发展批判及有意识地信息处理等[16] 。
在当下所有的媒体类型中,广告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它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并与青年和消费

紧密联系。 广告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并塑造了人们在商业和媒体社会中看待现实的方式。 作为媒介

素养的一个子集,广告素养被认为是“分析、评价和生产各种形式及各种媒介上的说服性信息的能

力” [17] 。 广告素养的发展始于人们意识到自己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广告和商业信息,而这些信息可

能会影响人们的观点、态度、价值观和行为。 随着广告素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商业信息可信度的理

解及对其背后说服意图的评估能力也会不断提升。
国外学者将广告素养定义为分析( analyze) 、评价( evaluate)和创造( create)各种形式及各种媒介

上的说服性广告信息( persuasive
 

advertising
 

messages)的能力[6] 。 进一步地,我国学者将广告素养视

为一种综合能力与技能,包括广告知识水平和互动意义上的行为能力,认为广告素养是人们对广告

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广告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18] 。 其中,广告接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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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能力是广告素养的基本组成,广告评价和参与能力是广告素养的高层次体现[19] 。 具体而言,广
告素养可能包含以下四个维度,即判断广告中的信息和知识来源信息素养( informational

 

literacy) ,关
注广告中的美学、设计和娱乐的视觉 / 美学素养( visual / aesthetic

 

literacy) ,强调广告中说服的手段、战
略和战术的修辞素养( rhetorical

 

literacy) ,以及识别媒体商业功能和合作关系(如产品放置逻辑、品牌

媒体内容、赞助和传播)的推广素养( promotional
 

literacy) [8] 。 国内学者亦指出,评价广告素养的指标

应当包括广告认知能力、广告接触能力、广告分析理解能力、广告批判能力、广告评估能力和广告参

与能力等六大方面的能力[20] 。
然而,上述概念维度的划分具有相当程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仅聚焦于人们在认知层面上对广

告产生的观念性知识,忽略了消费者在广告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情感多样性,而这一维度同样构成了

衡量广告素养的关键指标( key
 

indicator) 。 为弥补这一不足,后续研究将广告素养的概念进一步细

化,在观念性广告素养之外,又增加了态度性广告素养这一维度[21] 。 其中,观念性广告素养包括广

告识别、理解销售意图、识别广告来源、感知目标受众、理解说服意图和理解说服性策略,而态度性广

告素养包括理解广告偏见、对广告的怀疑和对广告的厌恶程度[22] 。 对态度性广告素养的研究是颇

有必要的,尽管大多数考察广告易感性效果的现有研究均对观念性广告素养给予了更多关注,但态

度性广告素养更易囊括人们对广告的一般性批评态度,如广告厌恶( advertising
 

disliking)和广告怀疑

( advertising
 

skepticism) ,因此更可能在人们回应说服性信息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23] 。 综上所述,
本文将采用观念性广告素养和态度性广告素养的框架进行研究,以避免既有广告素养研究重观念、
轻态度的理论缺憾。

此外,由于既有的广告素养研究大多聚焦于儿童群体[24] ,学者们开始呼吁后续研究需要对大学

生这一广告素养水平同样处于形成、发展和变化历程中的群体予以更多关注[25] 。 这是因为,了解年

轻人与广告信息的关系是了解物质化和商业化对年轻一代的文化影响的关键,增进对大学生群体广

告素养及其预测因素的理解,有助于判断大学是否需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媒介素养教育,从而提高

大学生的批判性媒介素养,培养更具思想性和参与性的公民。 学者们指出,对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受

众而言,由于其媒介素养水平将随年龄而变化,因此要使用不同的说服进程而使传播有效[13] 。 在美

国,一项使用扎根理论的研究发现,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媒介素养在理解广告、公共关系和新闻三种类

型的信息的目的或信源时并未出现细节上的差异[26] 。 而在我国,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大学生

的广告素养在广告认知能力、广告接触能力、广告分析理解能力、广告批判能力、广告评估能力和广

告参与能力这六项指标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其中市场营销专业大学生的广告素养明显高于其

他专业[20] ;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广告识别和认知能力,但其广告评价和

参与能力仍有待加强,大学生对广告是企业营销手段的经济功能属性尚未引起重视,30. 4%的被调

查大学生认为不会因为网络广告引起购买意向的改变,61. 8%的大学生对网络广告持怀疑态度,
78. 4%的大学生认为学校有必要开展广告素养教育[19] 。 但我国现有的针对大学生广告素养的实证

研究多集中于对于大学生广告素养的评估,少有对其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本研究即希望能够对广

告素养各维度的预测因素展开探索。
(二)广告素养的影响因素:BMI、自尊、产品渴望及其抵抗策略

在广告素养的影响因素中,既有研究总结发现,年龄、家庭环境、媒体和广告曝光、学校和媒体教

育、广告形式、性别、与同龄人的互动以及智力水平都是影响广告素养的可能因素[7] 。 其中,与男性

青少年相比,女性青少年在处理广告时往往能够记住更多事实,做出更多推论,并对广告的明确主张

更为敏感[27] 。 而在国外学者提出的有关青年人商业媒介信息加工过程( processing
 

of
 

commercial
 

media
 

content,PCMC)的探索性框架中,研究发现,年轻消费者对于较为简单的处理机制尤其敏感,这
意味着,如果希望达成与广告直接相关的有效信息检索( retrieval)和应用,青年消费者需要开展更高

程度的 信 息 精 细 加 工; 而 包 括 信 息 的 突 出 性 ( prominence ) 、 交 互 性 ( interactivity ) 和 整 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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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ion)在内的信息特征同样可能影响消息的说服性[28] 。 我国学者发现:广告素养的形成受受

众本身的综合素质(如知识结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广告信息本身、媒介属性与媒介环境,以及广

告传播环境、社会主流价值观等的影响;广告素养的预测变量包括人口学指标、媒介使用及广告偏

好[3] ,如女性和教育程度较低者对广告的现实差距辨识力更低,同时个人偏好因素也会显著影响这一

辨识能力[18] 。 对广告越感兴趣、越满意,就越难以辨识广告与现实的差距,这体现了情感对认知的影

响;而越是意识到广告对其日常购物和生活影响大的人,则越能对广告采取正确和积极的策略行为。[3]

在将广告素养的预测变量由受众心理层面拓展到生理层面的尝试中,国外既有研究曾有过探讨

人们的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 、自尊、食品选择和食品批判态度之间关系的成功尝试[7] 。
在这项研究中,自尊和对食品批判态度被认为是能直接影响广告素养的因素,而 BMI 则通过自尊和

外形感知对广告素养产生负面影响。 探索生理层面的广告素养影响因素在我国的社会事实层面上

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2013 年,在一项针对我国 2617 名 19 至 23 岁大学生开展的调查中发现,我国大

学生中体重不足、超重和肥胖现象并存,体重不足在一些地区的女大学生中呈上升趋势[29] 。 在此背

景下,本研究试图探讨 BMI 与我国大学生广告素养间的相互关系。 进一步地,自尊是“个人对自我的

积极或消极态度” [30] ,是人类基本的需求和动机,与人们的心理健康息息相关。 受众的自尊与其对

广告的怀疑密切相关[31] 。 国外研究还发现,BMI 会通过受众对食品广告和健身产品广告的态度与受

众的广告素养互相联系。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首先试图探讨体重指数和自尊与大学生的广告素养是

否存在关联。 有鉴于此,研究者首先提出本文的前两个研究假设:
H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可支配收入、年级和专业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大学生的体重指数与其

观念性和态度性层面上的广告素养呈负相关

H2:在控制人口因素的影响后,大学生的自尊水平与其观念性和态度性广告素养呈正相关

既有研究发现,对广告的观看与人们对广告及广告产品的信任或怀疑程度存在相关性。 长期观

看广告的过程会培养人们的物质主义倾向,而消费者对广告产品日益增加的需求渴望是这一过程中

的中介变量[24] 。 消费者对广告中说服性意图的认识会导致其对广告和商业信息持有怀疑态度,从
而降低广告的说服效果[32] 。 受众对广告商的销售意图越了解,即观念性广告素养越高,其对广告的

不信任和厌恶就会增加,对广告产品的渴度就会减少。 换句话说,对广告产品的渴望与观念性广告

素养呈负相关。 此外,既有研究还发现,受众对广告产品的渴望还与态度性广告素养呈负相关[33] 。
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控制人口因素的影响后,大学生的观念性和态度性广告素养与其对广告产品的渴望呈负

相关

对广告的怀疑,即对广告动机和主张的负面态度,是年轻人对抗广告的态度性抵抗。 研究认为,
广告素养教育和干预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如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到广告的说服目标,了解广告商用来

吸引消费者注意力和青睐的策略,提升人们对广告信息的怀疑[17] 。 研究还发现,年轻人对广告的怀

疑程度与其对广告策略的深入理解呈正相关[31] 。 具体来说,当看到特定的广告及广告产品时,受众

对广告的批判态度(例如对广告的怀疑、厌恶)会对受众对广告产品的态度产生直接影响。 基于说服

知识模型[34] ,那些对广告主意图和说服策略有更好理解的人会采取某些策略来抵抗广告对自己的

影响。 可以推断,抵抗策略与包括观念性广告素养和态度性广告素养在内的广告素养呈正相关。 据

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控制人口变量后,大学生观念性和态度性广告素养与其对广告和广告产品的抵抗呈正相关

H5:控制人口变量后,大学生观念性和态度性广告素养与其对食品广告的批判态度呈正相关

H6:控制人口变量后,大学生观念性和态度性广告素养与其对健身产品广告的批判态度呈正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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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收集

为了在代表大学生这一总体时可以近似达到概率样本的效果,本研究采用配额抽样的方式,于
2015 年 10 月基于问卷星平台向研究者所在大学的在校学生发放问卷。 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

588 名大学生参加了此次在线调查,每位参与者花费 20-30 分钟填写问卷。 问卷中首先以“您是否

主修新闻、传播或其他类似学科”这一筛选性问题排除可能参加过媒介素养课程的学生成为有效样

本。 根据重复选项和漏选题项筛查,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515 份,问卷回收率 87. 6%。 被调查的大学

生来自 7 个省市(其中东南部 3 个、北部 2 个、中部 2 个) 。 除 6 名研究生(1. 2%)外,样本涵盖了本

科生一年级 57 名 ( 11. 1%) , 二年级 129 名 ( 25. 0%) , 三年级 260 名 ( 50. 5%) 和四年级 63 名

(12. 2%) 。 被调查者的年龄介于 15 至 25 岁之间( M = 20. 20,S. D. = 1. 27) ,平均可支配收入为每月

1930. 68 元( S. D. = 2418. 20) 。 调查样本中男性大学生占 49. 5%,48%的被调查者为理工科专业背

景,样本的性别和学科构成与显示比例大致平衡。 为验证研究假设,问卷中的问题包括基本的人口

统计学变量、广告素养、广告抵抗策略、广告产品渴望和批判态度。
(二)变量测量

广告素养是本研究的核心因变量。 根据既有文献的建议[35] ,本研究综合了两套广告素养量表的

缩略版本,以 16 题的观念性广告素养和 9 题的态度性广告素养来对广告素养进行测量。 基于既有

研究对 1545 名受访者进行的两轮调查和结构方程建模,该量表[22] 的重测信度和构造效度良好。 由

于本研究在样本年龄和文化上与国外既有研究存在差异,为更好地适应我国大学生样本,本研究首

先通过焦点小组、小样本初步调查等手段,对原始量表进行修正,最后经修改后将其用于正式问卷调

查。 为避免受访者对报纸、杂志、广播、互联网等媒体广告可能存在的差异化感知,本研究限定电视

广告作为研究背景,以确保测量工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观念性广告素养包含如下 6 个指标:①广告识别( recognition

 

of
 

advertising) 。 不同于既有研究测

量儿童对于一般广告的判断[22] ,本研究要求被调查者在李克特 7 点量表上报告他们对于图 1 所示的

图片实为广告这一判断的同意程度,以休闲装、阿胶和演唱会门票三种不同产品的广告植入的辨认

正确率程度来测量其广告识别水平。 信度检验表明,这一测量工具拥有可接受的内在一致性

( Cronbach's
 

α = 0. 635) 。 在②广告销售意图理解( understanding
 

of
 

selling
 

intent,USI)和③广告说服

意图理解( understanding
 

of
 

persuasive
 

intent,UPI)的测量中,两个维度各包含三种陈述,例如“电视上

的商业广告是否会让您购买广告产品” ( USI,反向编码)和“电视广告是否会让您对广告产品的情绪

更为积极(如感到快乐) ” ( UPI,反向编码) 。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同样采用李克特 7 点量表进行测量,
销售意图量表( Cronbach's

 

α= 0. 702)和说服意图理解量表( Cronbach's
 

α = 0. 842)的测量信度较好。
④广告来源识别( recognition

 

of
 

advertising's
 

source,RAS)通过被调查者是否知道广告的赞助商这一单

题来对大学生的广告来源识别能力进行判断。 ⑤广告目标产品感知( perception
 

of
 

intended
 

product,
PIP)通过测量大学生对被呈现在三个隐喻广告( metaphor

 

advertising)中的目标产品的判断来了解其

对广告产品的感知程度,包括牛奶、HIFI 音箱和网络游戏(参见图 2) 。 RAS 和 PIP 量表的计分方式

为:被调查者选择正确得 7 分,其他错误答案得 0 分。 ⑥广告说服策略理解( understanding
 

persuasive
 

tactics,UPT) 。 问卷中包含如“您认为电视广告为什么往往是很幽默的”等有关不同广告策略产生影

响的原因的三个问题。 对于每个问题,受试者从“使人了解产品” “使人回忆起这则广告” “使人相信

广告说的是真的”和“使人喜欢这则广告”四个选项中做出选择,原始量表中对这些选项的选择依次

得 1 到 4 分。 这些评分标准的采用来源于广告主的预期效果。 对于 UPT 的评分标准详见表 1[21] 。
为了让 UPT 的评分标准与其他的观念性广告素养指标保持一致,评分由 1 到 4 分转换为 1 到 7 分。
样本中观念性广告素养平均得分为 3. 98 分( Min = 1. 11,Max = 5. 61,S. D. = 0. 60) ,处于 7 点量表中

·201· 　 2020 年第 4 期



的中等水平。

图 1　 测量广告识别的植入广告图片

图 2　 测量目标产品感知的隐喻广告图片

表 1　 广告主对各个广告策略的预期效果的平均排名

排名 人气( peer
 

popularity) 幽默 优惠( premiums)

1 喜爱 喜爱 回忆

2 回忆 回忆 喜爱

3 相信 学习 学习

4 学习 相信 相信

　 　

态度性广告素养包括 3 个指标,这些指标同样采用李克特 7 点量表进行测量。 ①广告偏差理解

(understanding
 

advertising's
 

bias,UAB)采用三个题项来进行测量( Cronbach's
 

α = 0. 843) ,如“电视广

告是虚假的” ( 反向编码) 。 ②广告怀疑 ( skepticism
 

toward
 

advertising, SA) 也采用三个题项测量

( Cronbach's
 

α= 0. 876) ,包括“电视广告是说真话的” (反向编码)等。 ③广告厌恶( the
 

disliking
 

of
 

ad-
vertising,DA)采用三个题项测量( Cronbach's

 

α= 0. 784) ,如“电视广告很气人”等。 样本中态度性广

告素养的平均得分为 4. 15( Min = 3. 00,Max = 5. 78,S. D. = 0. 40) ,处在中等偏高的水平上。 综合观

念性广告素养和态度性广告素养,样本的整体广告素养平均得分为 4. 04( Min = 2. 03,Max = 5. 31,
S. D. = 0. 42) 。 各广告素养成分的零序相关( zero-order

 

correlations)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表 2。
对于自变量而言,首先,为了测量大学生的外表和内在自我感知,本研究使用体重指数( BMI)这

一被认为最具权威性的指标[36] ,通过将个人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来进行计算。 学生的

体重和身高通过其在调查中的自我报告来获取。 在本研究中,样本的平均 BMI 指数是 21. 72( S. D.
= 5. 79) 。 根据中国肥胖工作组的报告,超重和肥胖的 BMI 临界点分别为 24 和 28[29] 。 与体重相关,
用以反映个体心理状态的自尊主要通过五方面来进行测量,包括自信、自豪、不完美、自我满足和乐

观[30] 。 受访者被要求采用 7 点李克特量表对与自尊相关的 5 方面下的各个陈述进行打分,以此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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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自尊(如 “ 我能做的大部分事情跟其他人一样” ) 。 在本研究中,自尊量表拥有较好的信度

( Cronbach's
 

α= 0. 765) ,总体自尊得分的平均值为 5. 16( S. D. = 0. 96) 。

表 2　 广告素养成分的零序相关和描述性统计(N= 515)

1 2 3 4 5 6 7 8 9

1 广告产品识别 —

2 销售意图理解 -0. 025 —

3 广告来源识别 -0. 008 -0. 003 —

4 目标产品感知 -0. 047 0. 007 0. 012 —

5 说服意图理解 -0. 100� 0. 187�� -0. 058 -0. 057 —

6 说服策略理解 0. 103� -0. 097� 0. 059 0. 101� -0. 101� —

7 广告偏见理解 -0. 032 -0. 187�� -0. 015 -0. 059 0. 100� -0. 086 —

8 广告怀疑 0. 015 -0. 176�� -0. 044 -0. 041 0. 116�� -0. 066 0. 126�� —

9 广告厌恶 0. 034 0. 084 0. 014 0. 023 0. 213�� 0. 055 0. 057 0. 027 —

Mean 4. 47 3. 43 6. 08 2. 85 3. 41 5. 03 3. 98 3. 97 4. 49

S. D. 1. 46 1. 06 2. 37 2. 09 1. 22 0. 95 0. 48 0. 48 0. 92

　 　 注:�p<0. 05,��p<0. 01。

在大学生对广告产品渴望的测量中,基于既有研究的建议[24] ,本研究采用 10 个题项来测量大学

生对最常购买的广告产品类别的渴求频率,包括服装、护肤品、手机、个人电脑 / 笔记本电脑、数码产

品、零食、饮料、酒类、运动健身产品和家用电器,答案范围在“1 =从不”到“7 = 经常”之间( Cronbach's
 

α= 0. 889) 。 被调查大学生对广告产品渴望的平均程度为 3. 83( S. D. = 1. 10) 。 广告抵抗策略的测

量包括选择性暴露、反驳、自我态度强化、广告内容消极化、自我信心强化、对广告来源的不信任和社

会性自我确认 7 种不同的策略[37] ,通过 7 点量表来评估被调查者采取各种广告抵抗策略的频率,其
测量信度良好( Cronbach's

 

α= 0. 725) ,样本中广告抵抗策略的平均得分为 4. 58( S. D. = 0. 80) 。
对广告产品的批判性态度测量基于对既有研究的修订[38] ,采用 7 点李克特量表测量被调查大学

生对电视上食品广告( Mean = 4. 08,S. D. = 0. 77)和健身产品广告( Mean = 4. 91,S. D. = 1. 02)的批判

态度。 对每类广告产品的测量都包含正反两个陈述,如“电视广告中的食物 / 健身产品没有被真实描

绘”和“我喜欢电视广告中的食品 / 健身产品” (反向编码) 。 对食品广告( Cronbach's
 

α = 0. 741)和健

身产品广告( Cronbach's
 

α= 0. 823)批判态度的测量信度在可被接受的程度内。

四、研究发现

本研究通过三个线性回归模型来确认解释大学生广告素养及其两个维度(观念性广告素养和态

度性广告素养)的预测变量,从而检验前文中提出的研究假设。 总体广告素养、观念性广告素养和态

度性广告素养是三个模型中的因变量,影响广告素养的自变量分三步输入回归模型。 第一步输入 5
个人口统计变量,包括作为控制变量的性别、年龄、每月可支配收入、年级和专业。 第二步输入预测

变量的预测变量包括 BMI、自尊、广告产品渴望和广告抵抗策略。 第三步输入大学生对广告产品的

批判态度,包括对食品和健身产品的态度。 共线性诊断( collinearity
 

diagnostics)结果显示,进入回归

模型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multicollinearity) ( VIF
 

<
 

10) (见表 3) 。
如表 3 所示,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步骤 1)解释了大学生总体性广告素养 3. 0%的差异(F =

3. 169,p<0. 01) ,分别解释了观念性广告素养 3. 4%(F = 3. 612,p<0. 01)和态度性广告素养 2. 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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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F = 2. 344,p<0. 05) 。 在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大学生的年级与总体性广告素养( β = 0. 154,
p<0. 05)以及观念性广告素养( β = 0. 187,p< 0. 01)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与女性大学生相

比,男性大学生的总体性广告素养(β= -0. 140,p<0. 01)和观念性广告素养( β = -0. 120,p<0. 05)较

低。 人文社科专业的大学生在观念性广告素养上有较好的表现(β= 0. 110,p<0. 05) 。 通过表 3 可以

看出,整体而言,人口统计变量对态度性广告素养的预测作用较为有限,但对观念性广告素养的预测

作用更为明显,这表明观念性广告素养的形成更有可能受到大学生群体固有的内在属性影响。

表 3　 预测大学生广告素养的分步线性回归模型(N= 515)

广告素养 观念性广告素养 态度性广告素养

第 1 层:控制变量

　 性别(0 =男性) -0. 140�� -0. 120� -0. 085

　 年龄 -0. 093 -0. 136� 0. 096

　 可支配收入 0. 053 0. 067 -0. 026

　 年级 0. 154� 0. 187�� -0. 053

　 专业(0 =理工科) 0. 078 0. 110� -0. 068

　 (ΔR-squared) 0. 030�� 0. 034�� 0. 023�

第 2 步:渴望、抵抗和自我感知

　 BMI -0. 062 -0. 032 -0. 096�

　 自尊水平 0. 180��� 0. 192��� 0. 010

　 广告产品渴望 -0. 161��� -0. 112� -0. 168���

　 广告抵抗策略 0. 180��� 0. 075 0. 325���

　 (ΔR-squared) 0. 101��� 0. 059��� 0. 142���

第 3 步:对广告产品的批评态度

　 食物 0. 127�� 0. 064 0. 200���

　 健身产品 0. 134�� 0. 102� 0. 119��

　 (ΔR-squared) 0. 039��� 0. 016� 0. 061���

R-squared 0. 152��� 0. 090��� 0. 208���

　 　 注:�p<0. 05,��p<0. 01,���p<0. 001。

回归模型中的步骤 2 包含作为预测变量的 BMI、自尊、广告产品渴望和广告抵抗策略,分别解释

了 10. 1%的总体性广告素养差异(F = 14. 683,p<0. 001) ,5. 9%的观念性广告素养差异(F = 8. 286,
p<0. 001)和 14. 2%的态度性广告素养差异(F = 21. 393,p<0. 001) 。 针对 H1,研究发现,BMI 对大学

生广告素养的负面影响只针对态度性广告素养(β = -0. 096,p<0. 05) 。 大学生的自尊水平与其观念

性广告素养(β= 0. 191,p<0. 001)和总体广告素养呈正相关( β = 0. 180,p<0. 001) ,但与态度性广告

素养无关,H2 得到部分支持。 广告产品渴望与大学生的广告素养呈负相关( β = -0. 161,p<0. 001) ,
相比于观念性广告素养(β= -0. 112,p<0. 05)而言,广告产品渴望与大学生的态度性广告素养的相

关性更高(β= -0. 168,p<0. 001) ,研究假设 H3 得以证实。 统计结果显示,广告抵抗策略与大学生的

广告素养呈正相关(β= 0. 180,p<0. 001) ,但广告抵抗策略只能有效地预测大学生的态度性广告素养

(β= 0. 325,p<0. 001) ,而与观念性广告素养之间没有显著联系,H4 被部分验证。
回归模型的第 3 步考察了大学生对食品和对健身产品的批判态度对其广告素养的影响。 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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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自变量解释了 3. 9%的总体性广告素养差异(F = 11. 855,p<0. 001) ,1. 6%的观念性广告素养差异

(F = 4. 488,p<0. 05)及 6. 1%的态度性广告素养差异(F = 19. 849,p< 0. 001) 。 统计结果显示,研究

假设 H6 成立,H5 部分成立。 也就是说,大学生对食品广告的态度越批判,他们的态度性广告素养(β
= 0. 200,p<0. 001)和总体性广告素养(β= 0. 127,p<0. 01)就越高。 此外,对健身产品广告的态度越

批判,大学生的观念性广告素养(β= 0. 102,p<0. 05) 、态度性广告素养( β = 0. 119,p<0. 01)和总体性

广告素养相应地也就越高(β= 0. 134,p<0. 01) 。
综上,本研究验证了人口统计学变量、BMI、自尊、广告产品渴望、广告抵抗策略和产品批判态度

对大学生广告素养及两个相关维度的影响。 整个回归模型显著(F = 9. 388,p<0. 001) 。 与观念性广

告素养( AdjustedR2 = 0. 090,F = 5. 631,p<0. 001)相比,态度性广告素养的差异更多地被模型中的自

变量所解释( AdjustedR2 = 0. 208,F = 13. 297,p<0. 001) 。 根据统计结果,观念性广告素养受人口统计

学变量的影响更大(ΔR2 = 0. 034) ,而态度性广告素养则更多地受大学生广告产品渴望、广告抵抗策

略和自我感知(ΔR2
conceptual = 0. 059,ΔR2

attitudinal = 0. 142)及其对广告产品的批判态度(ΔR2
conceptual = 0. 016,

ΔR2
attitudinal = 0. 61)的影响。 回归模型的第二步,即广告产品渴望、广告抵抗策略、BMI 和自尊,成为模

型中最具解释力的部分。

五、结论与讨论

广告素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认知手段,可以保护人们免受商业信息的过度侵害,在人们处理广

告和商业信息时起到过滤作用。 本文聚焦大学生的广告素养,探索潜在的影响因素,并考察这些因

素如何分别作用于观念性广告素养和态度性广告素养,旨在为现行的教育提供参考,以提高大学生

的广告素养。
首先,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性别、年级和专业对其广告素养有着显著的影响,尤其对观念性广告

素养。 相比于态度性广告素养,人口统计学因素对观念性广告素养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观念

性广告素养聚焦于广告信息的相关知识本身。 具体而言,女生更有可能具有更高的广告素养水平,
尤其是更高的观念性广告素养,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即女性青少年能够更好地进行内容回忆和

参考,并发现明确的广告主张[27] 。 用选择性假设来解释[39] ,即女性倾向于使用全面的信息处理策

略,收集所有可用的线索并比男性更详细地描述特定的消息内容,从而在观念性广告素养上有更好

的表现。 研究还发现,高年级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具有较高的广告素养,尤其是更高的观念性广告素

养。 以往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即学生对广告主策略的了解与他们的年级有关[31] 。 毫无疑问,随
着大学生进入更高年级,他们的认知技能得以提升,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广告及其说服性诉求。 本

研究还发现,相较于理工学科背景的大学生,人文社会学科大学生的观念性广告素养水平显著较高,
能够更好地识别广告和广告来源、理解销售意图并识别说服性策略。 有趣的是,本研究表明年龄并

不是影响大学生广告素养的重要因素。 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类似[17] ,儿童年龄与他们对广告的反应

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中的那样———年龄较大的孩子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因此相对不容

易受到广告和商业信息的影响。 当然,这一发现也可能部分归因于我们的调查中有 87. 5%的受访者

年龄在 19 至 22 岁之间( N = 451) 。 由于大多数受访者年龄相仿,由此导致差异性的不足。
其次,本研究表明,对广告产品的渴望和对广告的抵抗策略是大学生广告素养的重要预测因素。

产品需求与观念性、态度性广告素养两方面都存在负相关关系。 对于那些不太喜欢广告产品的大学

生,他们更有可能从批判的角度来理解广告和广告商。 当大学生更喜欢广告产品时,广告可能会刺

激他们对产品的兴趣。 由于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并能对广告主的动机和目标做出推论,一旦

他们对广告产品的渴望较少,并对广告持怀疑态度时,他们的观念性和态度性广告素养就可以成为

重要的广告防御策略,换言之,他们更有可能洞悉广告商的说服策略。 本研究还发现,对广告的抵抗

策略与广告素养,尤其是与态度性广告素养呈正相关关系。 因为怀疑主义使人们能够认识到广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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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见,对广告抱有批评态度的大学生在看广告时可能会感受到更多的负面情绪,进而将这种情绪

转移到广告和广告产品上,从而引发某些抵抗策略。
再次,与现有的研究结果一致[22] ,BMI 和自尊被证明与广告素养有关,但两者的作用略有不同:

BMI 对态度性广告素养有负面的预测作用,而自尊与观念性广告素养及整体性广告素养呈正相关。
由此可见,由于 BMI 与态度性广告素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很可能随着大学生越来越接近 BMI 的

超重值,他们将更多地依赖广告,放松对某些广告虚假宣传的警惕性,从而导致对广告的信任和喜好

呈上升趋势,同时降低对广告的偏见。 有趣的是,当结合大学生体重不足这一现象,尤其是女生的体

重不足趋势增长明显这一现象[29] 进行分析时,学生的体重减轻问题成为一把双刃剑,可能与他们的

媒介素养呈正相关关系,但同时对他们的身体健康有害。 既有研究表明自尊水平较低的青少年会更

容易信任他人的意见,并易被他人影响[40] 。 本研究的发现再度证实了这一结论,即具备更高自尊水

平的大学生会具有更高程度的观念性广告素养,包括更强的对广告和赞助商的识别能力、对广告的

销售意图和说服意图及其营销策略的理解等。 由于自尊水平被认为与认知水平相关,因此有理由相

信它对态度性广告素养没有显著影响,例如对广告的怀疑和厌恶。
以往的研究表明受众的 BMI 与其对广告食品的批判性态度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22] ,本研究

也验证了大学生的 BMI 与其对广告食物的批判性态度之间的独立性。 另一个证明两者无关的证据

在于,本研究不仅涉及食品广告,还涉及健身用品广告,如果在 BMI 的影响下,大学生对两类广告产

品的态度应该与广告素养呈负相关关系。 例如,他们面临的超重风险越大,他们对食物的态度越批

判,并对广告中的健身产品持更积极的态度。 实际上,正如回归模型(表 3)所示,当体重指数被控制

时,大学生的自我感知及对广告产品选择的变化对广告素养的影响并不大,其回归系数均为正,这表

明观念性广告素养和态度性广告素养可能更多地取决于大学生对广告的批判性思维,而不是广告产

品本身及其广告的诉求、创造力或表现策略。
本研究验证了广告产品渴望、广告抵抗策略、BMI、自尊、广告批判态度以及性别、年级与专业是

影响大学生广告素养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理论层面上,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媒介素养研究,将媒介

素养研究在广告领域进行了延伸和发展,为大学生的广告素养培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同时,
本研究在分析广告素养的过程中,将其细化为观念性广告素养和态度性广告素养两个维度,并通过

实证研究加以证明,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供遵循的案例。 在实践层面上,本研究对大学生的广告素

养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研究表明,大学生在处理广告信息时,其自尊、对广告产品的渴望和对

广告及广告产品的批判态度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受调研条件的限制,本研究采用的是研究者所在大学的大学生这一方便样本而

非全国范围内的随机样本。 这是本研究的一大局限。 尽管采用方便样本与本研究的目的并不矛盾,
且研究样本亦是通过配额抽样而非随机抽样所得,其结果也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和外部可推

广性。 但如果能够扩大样本的来源,如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大学生的广告素养,则定能增强本项研究

结论的说服力。 本研究的另一局限在于仅探讨了自尊等因素对大学生广告素养的影响,未来的研究

可进一步着眼于当代中国年轻人广告素养的复杂发展过程,并探讨其他可能影响广告素养的因素。
此外,本研究的调查执行时间是 2015 年,距发表时已过去五年,但作者认为基于 2015 年的调查数据

得出的结论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原因如下:第一,广告素养作为一种能力具有内在的稳定性,
作为一个习得过程则存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因此 2015 年的调查数据放到当下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

力;第二,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分析大学生广告素养的现状,而在于研究本土化语境下的大学生广告

素养在概念框架上的不同构面及可能影响大学生广告素养的因素。 因此即使是五年前的调查数据,
只要问卷设计精良、实施过程科学,数据的社会性生态效果依然有保证。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我国未来的大学生广告素养教育可以考虑以下三点。 第一,由于大学生的

性别、教育和专业背景会影响其广告素养,因此未来如果想要设计推广广告素养干预或教育计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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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大学生的广告素养水平的话,应考虑学生的性别、年级和专业背景。 第二,鉴于对广告的抵抗策

略与大学生的广告素养,尤其是与态度性广告素养呈正相关关系,从广告素养教育的角度来看,培养

大学生对广告的批判态度是提高大学生广告素养的重要手段。 怀疑和抵制是促成广告素养的重要

因素,需要大学生在面对广告时能有效地获得并激活它们。 第三,BMI 和自尊被证明与广告素养有

关,因此将大学生的 BMI 控制在正常阈值内、增强自尊也能提高他们对某些广告虚假宣传的警惕性,
具备更强的对广告的销售和说服意图及其营销策略的辨别。 广告素养教育的目的旨在提高人们科

学认识、理性评价和正确使用广告的能力。 广告素养教育对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升消费者

的认知能力和消费手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于青少年消费市场的巨大商业潜力及广告营销方

随着媒介环境变化不断发展的营销手段,针对年轻人(如大学生) 的广告和商业信息必定会与日俱

增。 在此氛围下,大学生极易受到广告和商业信息的影响。 因此,十分有必要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

行之有效的广告素养干预和教育方案,也需要政府和教育机构将广告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
创新广告素养教育的方法,提高广告素养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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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College
 

Students'
 

Advertising
 

Literac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as
 

the
 

Context
 

of
 

Localization

Gao
 

Fangfang,Liu
 

Yusi,Zhu
 

Yijia(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As
 

localize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creasingly
 

emphasize
 

the
 

concept
 

of
 

“ embodiment”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body,how
 

does
 

embodied
 

cognition
 

move
 

beyo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o
 

empirical
 

research?
 

As
 

a
 

cognitive
 

consequence,advertising
 

literacy
 

provides
 

an
 

op-
portunity

 

to
 

empirically
 

test
 

how
 

the
 

body
 

gets
 

involved
 

in
 

communication
 

proces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dvertising
 

literac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exploring
 

possible
 

factors
 

that
 

may
 

contribute
 

to
 

their
 

conceptual
 

advertising
 

literacy
 

and
 

attitudinal
 

advertising
 

literacy.
 

Based
 

on
 

an
 

online
 

survey
 

( N = 515) ,po-
tential

 

effects
 

of
 

product
 

desire,and
 

resistance
 

on
 

the
 

conceptual
 

and
 

attitudinal
 

dimensions
 

of
 

advertising
 

lit-
eracy

 

have
 

been
 

revealed.
 

It
 

is
 

also
 

found
 

that
 

BMI,self-esteem,and
 

student's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
 

adver-
tised

 

food
 

and
 

fitness
 

products
 

were
 

related
 

to
 

their
 

advertising
 

literacy.
 

Implications
 

for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conceptual
 

advertising
 

literacy;attitudinal
 

advertising
 

literacy;college
 

students;skepticism
 

toward
 

advertising

■收稿日期:2019-07-16
■作者单位:高芳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杭州　 310007

刘于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朱怡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汪晓清

·011· 　 2020 年第 4 期


